
陈丰龙　王美昌

０１７　　　

现
代
经
济
探
讨－

　２０２０－

　１２－

　
宏

观

视

野

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 ①

内容提要：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城市夜间灯光数据和高铁车次频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高铁
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城而异，因高铁线而不同，因城市群
而呈现差异化特征。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既有直接的频次效应，又有空间的网络溢出效应。高铁开通
使得来自于经济实力弱、人口规模小以及地理位置偏远的中小城市的劳动和资本加速向中心城市聚集，增加了大城市
的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进而加快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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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历史经验清晰地表明交通基础建设对城市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通常将交通
基础设施看作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

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着外部性，容易产生溢出效应。同
时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市场潜

能。在过去的十余年里，一些城市掀起了一股“争夺”

高铁的热潮，害怕错失高铁开通带来的发展机遇。那
么，高铁开通是否能真正推动沿途城市的经济增长？

因地理区位、经济禀赋的差异，高铁开通对不同城市
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异质性差异呢？对这些问题的

回答不仅有助于评估中国高铁的实际经济效应，也可

为制定促进区域发展的空间政策提供经验启示。

现有文献对中国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存在着两

种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高铁开通促进了地区经
济增长（董艳梅等，２０１６；Ａｈｌｆｅｌｄｔ等，２０１７），但也有学
者指出高铁开通导致经济活动从分散走向集聚，不利

于中小城市的经济增长（张克中等，２０１６；Ｑｉｎ，２０１７；

张俊，２０１８）。但 Ｖｉｃｋｅｒｍａｎ（２０１７）以及 Ａｈｌｆｅｌｄｔ等
（２０１７）认为对高铁开通经济效应的评估应转向各个站
点城市具体项目的评估。Ｃｈｅｎ等（２０１７）从这一视角评
估了中国高铁开通对各个城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但没有分析异质性增长效应的形成机制。

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开通高铁的城市为研究对

象，借助当前比较流行的全球夜间灯光数据评估高铁

开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效应，并进一步分

析其背后的形成机制。具体而言，借鉴Ｈｓｉａｏ等（２０１２）

提出的面板数据处理效应模型（ＨＣＷ模型），构造高铁
城市在未开通高铁情形下的“反事实”经济增长路径，

通过对比相同城市在高铁开通前后经济增长路径的差

异，估计高铁开通产生的增长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
从高铁频次效应和网络效应视角解释高铁开通产生异

质性效应的原因，试图进一步完善已有的研究。

二、 高铁效应评估的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１．模型介绍

ＨＣＷ模型是根据经济系统中处理组和控制组城
市之间的经济增长相关性，对相关性大的控制组城市

赋予更高的权重，相关性小的城市赋予较小的权重，

构造反事实的经济增长路径，这一增长路径体现了不

同城市对高铁开通冲击具有不同程度响应的特征。

与双重差分模型相比，ＨＣＷ 模型放松了共同趋势的
条件假设，且具有更贴近理论预测和真实经济情景的

良好性质，已得到广泛应用。

假设各城市经济增长是由一些共同因素和个体

特征驱动，共同因素截面相关，个体因素不相关。假
设ｔ时城市ｉ的经济增长变量值ｙｉｔ由共同和个体两部
分因子模型生成：

ｙｉｔ ＝ｂ′ｉｆｔ＋αｉ＋εｉ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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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ｙ为被评估变量；ｔ为时间，ｔ＝１，２，…，Ｔ１；ｉ
为截面个体，ｉ＝１，２，…，Ｎ；ｙｉｔ 为 Ｎ×１ 阶向量
（ｙ１ｔ，ｙ２ｔ，…，ｙＮｔ）′；ｆｔ为随时间变化的共同因子；ｂ′ｉ表
示个体特征系数；αｉ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因
子；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满足Ｅ（εｉｔ）＝０。
具体地，城市ｉ在ｔ时不通高铁和通高铁的ｙｉｔ 分

别记为ｙ０１ｔ和ｙ１１ｔ。但同一地区、同一时间，ｙ０１ｔ和ｙ１１ｔ不
可同时观测，此时引入虚拟变量ｄｉｔ。令ｄｉｔ ＝１表示ｉ
城市在ｔ时开通高铁，ｄｉｔ＝０表示ｉ城市在ｔ时未通高
铁。建立模型ｙ１ｔ＝ｄ１ｔｙ１１ｔ＋（１－ｄ１ｔ）ｙ０１ｔ，假设开通高
铁的时间为Ｔ１＋１，则在高铁开通前ｙｉｔ可观测，即ｙ１ｔ＝

ｙ０１ｔ。当高铁开通后，ｙｉｔ ＝ｙ１１ｔ不可观测，即：

ｙｉｔ ＝
ｙ０１ｔ，ｄ１ｔ ＝０，ｔ＝１，２，…，Ｔ１
ｙ１１ｔ，ｄ１ｔ ＝１，ｔ＝１，２，…，Ｔ１｛ （２）

此时，高铁效应为Δ１ｔ ＝ｙ１１ｔ－ｙ０１ｔ，ｔ＝ Ｔ１＋１，

Ｔ１＋２，…，Ｔ。在Ｔ１＋１后，ｙ０１ｔ无法观测。为获得ｙ０１ｔ，

Ｈｓｉａｏ等（２０１２）提出由于各个体的评估变量都受到宏
观经济中共同因子影响，可以通过其他未受政策影响

个体的评估变量来预测，即ｙ０１ｔ的估计量可以写成：

ｙ０１ｔ
︿

＝α︿＋β
︿

ｙ０ｔ
︿

　（ｔ≥Ｔ１＋１） （３）

　　其中，ｙ０ｔ
︿

＝ （ｙ０２ｔ，ｙ０３ｔ，…，ｙ０Ｎｔ）。
因此，Δ１ｔ的估计式可改写为：Δｉｔ

︿

＝ｙ１１ｔ－ｙ０１ｔ
︿

（ｔ≥
Ｔ１＋１），且可以证明Δｉｔ

︿
是Δ１ｔ的一致估计。从（３）式

和Δ１ｔ的估计式可知，准确评估高铁的增长效应关键
在于科学地选择控制组来预测ｙ０ｉｔ

︿

。本文根据如下步
骤选择最优控制组。

第一步，从ｊ＝１开始，在 Ｎ－１个未通高铁的城
市中选取ｊ个地区进行组合（共ＣｊＮ－１个组合），并将ｙ０１ｔ
与每一种组合根据式（３）模型进行ＯＬＳ回归，从中选
出拟合优度统计值最大的组合，标记为Ｍ（ｊ）＊。
第二步，根据 ＡＩＣ或 ＡＩＣＣ最小的信息准则，从

Ｍ（１）＊、Ｍ（２）＊、…、Ｍ（Ｎ－１）＊备选组合中选取最优
组合Ｍ（ｍ）＊。具体地，ＡＩＣ和ＡＩＣＣ计算公式如下：

ＡＩＣ（Ｐ）＝Ｔ１ｌｎ
ｅ′ｅ
Ｔ１（ ）＋２（ｐ＋２）

ＡＩＣＣ（Ｐ）＝Ｔ１ｌｎ
ｅ′ｅ
Ｔ１（ ）＋２（ｐ＋２）＋

２（ｐ＋２）（ｐ＋３）
Ｔ１－（ｐ＋１）－３

（４）

　　其中，ｐ为控制组中的城市数，ｅ为 ＯＬＳ回归的
残差。
最后，根据式（３），使用最优控制组 Ｍ（ｍ）＊预测

ｙ０ｉｔ
︿

，即预测开通高铁后城市在假设不通高铁情况下的

“反事实”经济增长表现。根据 Δｉｔ
︿

＝ｙ１１ｔ －ｙ０１ｔ
︿

（ｔ≥
Ｔ１＋１）公式，可以得到Ｔ１＋１期以来高铁开通给城市

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

２．数据处理
目前国际上对高铁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根据

２０１３年公布的《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将时速达到２００
公里及以上的铁路列车定义为高铁。自２００７年中国
铁路第六次大提速以来，运行时速２００公里及以上的
铁路列车包括以“Ｄ”“Ｇ”和“Ｃ”开头的客运班次。为
了便于研究，本文统一将它们定义为高铁。本文的实
验组为２００７年以来开通了高铁的地级及以上城市，

共计搜集了１８５个城市的相关信息。根据ＨＣＷ模型
的假设条件要求，本文在选择某一高铁城市的最优控

制组城市时，也在未开通高铁城市中排除高铁城市所

在省的所有城市。
本文的政策效应评估变量为经济增长，采用国际

上比较流行的夜间灯光数据作为替代指标。因为夜间
灯光数据不受价格因素干扰，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城

市经济活动（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等，２０１２；徐康宁等，２０１５）。

夜间灯光数据是由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

（ＮＧＤＣ）提供的两套灯光数据 ＤＭＳＰ／ＯＬＳ和 ＮＰＰ／

ＶＩＩＲＳ。根据吴健生等（２０１８）的方法首先对 ＤＭＳＰ／

ＯＬＳ卫星灯光数据进行校正，时间跨度为１９９２－２０１３
年；其次参考梁丽等（２０２０）的方法，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
和ＮＰＰ／ＶＩＩＲＳ采集到的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灯光影像数
据，建立两者之间的回归关系并得到相关估计参数，

并以此对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 ＶＩＩＲＳ栅格影像单元的ＤＮ
值进行校准；最终得到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可比的夜间灯
光影像栅格数据。

三、 高铁处理效应的结果分析

１．最优控制组城市筛选
根据 ＨＣＷ 模型的评估步骤，本文分别对１８５个

高铁城市的灯光亮度均值与剔除所在省份城市后的

控制组城市的灯光亮度值进行回归。根据ＡＩＣ准则，

最终得到各个城市的最优控制组城市组合，回归结果

显示高铁城市的灯光增长路径与其最优控制组城市

的灯光增长路径之间的拟合较好。以京沪高铁上的
苏州和郑西高铁上的洛阳为例，苏州平均灯光亮度的

最优控制组城市包括黄山、东营、邵阳和广安，对应回
归系数分别为０．８１６、０．７０５、－１．０１８和０．７０６，并通
过至少５％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估计方程的Ｒ２值
和Ｆ统计值分别为０．９９和６６４８．７６。洛阳的最优控
制组城市灯光增长路径的拟合系数分别为－２．０５０
（甘南）、２．７５５（恩施）、－０．２１２（常德）、０．２２９（泰州）、

－０．７５９（通化）和０．８６４（阜新），也均通过至少５％统
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Ｒ２值和Ｆ统计值分别为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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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７５９０．３１。以上两例表明本文所选择的最优控制组
城市组合的灯光亮度增长路径是高铁开通城市的灯

光经济增长路径的极好近似。

２．处理效应分析
为了获得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

数值，需要比较高铁城市的真实夜间灯光均值增长路

径与“反事实”模拟的增长路径。图１给出了苏州和
洛阳根据最优控制组城市模拟的夜间灯光均值增长

路径图（虚线）。可以看出，在高铁开通之前，两个城
市模拟的夜间灯光均值增长路径与真实灯光增长路

径（实线）几乎完全重合。在高铁开通后，真实的夜间
灯光亮度均值高于模拟值，说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

增长产生了持续的正面影响，但程度各不相同。以苏
州为例，２００７年苏州首次有时速２００公里以上的列车
经停，图１中显示出真实的灯光增长路径与模拟增长
路径之间的差距逐步扩大，呈现喇叭形态势。在开通
高铁的第一年，苏州真实灯光均值比模拟灯光均值仅

高０．２。２０１０年沪宁城际高铁和２０１１年京沪高铁开
通后，高铁带来的灯光均值增长效应由２０１０年１．３３
上升至２０１２年２．２８。根据“反事实”的估计结果，如
果苏州不通高铁，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灯光均值年均增长率
可能仅为０．６％，而开通高铁后同期夜间灯光均值年
均增长率达到２．１３％，可见，高铁运营使得苏州的灯
光均值年均增速提高了１．５３个百分点。

图１　苏州、洛阳平均灯光亮度的拟合图

　　本文进一步对全部１８５个高铁城市样本期内的
平均处理效应进行分析。总体而言，全部城市经济增
长最终受益于高铁开通，但因行政级别、区位、高铁线
路以及所属城市群的不同，各城市受到的冲击存在差

异，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大的城市经济增长受益较大，

位置偏远、经济规模小的城市容易受到负面冲击。图

２展示了不同城市分类的高铁处理效应，具体呈现如
下特征。
（１）高铁处理效应因“城”而异。在全部样本城市

中，有２４个城市平均处理效应为负，灯光均值因高铁
开通平均减少０．０５８，而另外１６１个城市的灯光均值
因高铁运营平均增加０．１５９。图２中，包括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在内的中心城市和其他非中心

城市的处理效应分别为０．３３５和０．１１４，说明中心城
市凭借自身优势，从高铁开通中收获更高的经济增长

效应，这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改善加快了非中心城市

或边缘城市的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Ｆａｂｅｒ，２０１４；张

克中等，２０１６；张俊，２０１７）。
（２）高铁处理效应因“线”而异。贯穿中国不同地

区的高铁线路，处理效应不完全相同。考虑到不同城
市开通高铁时间差异较大，且高铁建设基本以线路为

单位，本文计算了主要高铁干线的处理效应。首先，

根据下式计算整条高铁线路的处理效应：

ＡＴＥ（ｉ）＝∑
ｑｉｊ

ｊ＝１
ｗｉｊＡＴ　Ｅｉ（ｊ）

ｊ＝１，２，…，ｑｉｊ （５）

ｉ＝１，２，…，ｎ
　　其中，ＡＴＥ（ｉ）为第ｉ条线路的平均处理效应；

ＡＴＥｉ（ｊ）为ｉ线路上ｊ城市的处理效应；ｑｉｊ为ｉ线路上
城市数量；ｗｉｊ为ｊ城市在整条线路上的相对权重，具
体为ｉ线路上ｊ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平均夜间灯光均
值占整条线路所有城市同期夜间灯光均值总和的比

重，定义如下：

ｗｉｊ ＝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ｊ／∑
ｑｉｊ

ｊ＝１
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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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ｎｉｇｈｔｌｉｇｈｔｉｊ为ｉ线路上ｊ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年平均夜间灯光均值。

图２给出了京沪、京广、杭深三条高铁的平均处
理效应，尽管有少数城市受到了负面冲击，但这三条

线路也是所有高铁干线中表现最好的，其中京沪高铁

沿线城市的平均处理效应达到了０．４０８。究其原因，

这三条高铁线路连接了中国最发达地区，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产业配套齐全等优势为高铁发挥积极作用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３）高铁处理效应因“城市群”而异。对一条穿越

不同地区的高铁线路的处理效应进行评估，可能并不

完全符合高铁的网络空间属性特征。因此，本文进一
步将开通高铁的城市按城市群分类，进而评估整个城

市群的高铁平均处理效应。中国高铁在特定的区域
内运行比较密集，这些区域主要是一些经济活动联系

紧密的城市群。参照计算高铁线路处理效应的做法，

即将式（５）中ｉ表示为城市群，ｗｉｊ为ｉ城市群内ｊ城市
样本期内平均夜间灯光均值占城市群夜间灯光均值

年均总值的比重。图２显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
平均处理效应领先于其他城市群，位于中西部的城市

群的平均处理效应则相对较小。如何理解高铁对经
济增长在不同城市群具有截然不同的表现？这主要

源于不同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同阶段，珠三角和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达，高铁开通有利于发挥中心城

市作用，强化城市群内不同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相
反，长江中游、成渝以及其他城市群的总体发展水平
相对落后，高铁开通更容易产生虹吸效应，不利于地

区均衡发展。

图２　不同城市分类的高铁处理效应

３．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处理效应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

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一是改变控制组选择准则。

根据 Ｈｕｒｖｉｃｈ等（１９８９）的方法，将最优控制组选择的
统计准则改为ＡＩＣＣ。二是改变政策实施时间。本文
对高铁开通时间实施了安慰剂检验，即将高铁实际通

车时间提前两年，并与“反事实”模拟路径进行对比。

三是控制组外生性。为了保证控制组严格的外生性，

在剔除了本省内未通高铁的城市之外，又进一步剔除

了相邻省份的城市，这主要是因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会使得相邻省份在经济上可能存在空间相关性。四
是替换核心变量。考虑到夜间灯光数据也可能存在
测量误差，使用人均 ＧＤＰ作为替代变量，利用各省

ＧＤＰ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并
无明显差别，说明本文的结论是稳健的。

四、 异质性高铁效应的原因解释

前文表明高铁开通对不同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从高铁频次效应、网络
效应以及区位条件视角对高铁开通的经济增长效应

的异质性表现进行解释。

１．高铁频次效应与要素产出弹性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改善区际交通基础设施会加

强中心区域的“向心力”，使得外围地区的生产要素向
中心地区集聚，从而对交通网络沿线的中心城市和非

中心城市产生两种不同的影响。对中心城市而言，
“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大大提高了其经济辐射范围和
要素流动空间范围，从而有利于吸引更多高级生产要

素、消费和研发活动。相反，中小城市由于地理区位
偏远、经济规模较小和资源配置能力较弱等原因，在
高铁开通后往往既不能享受到大城市制造业空间外

移的好处，又容易陷入本地资源流向中心城市的困

境，从而出现高铁开通对本地经济增长的负向冲击。

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将高铁纳入到柯布－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中，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　ＮＬ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ｈｓｒｉｔ＋β２ｌｎｋｉｔ＋β３ｌｉｔ＋β４ｌｎｈｓｒｉｔ×
ｌｎｋｉｔ＋β５ｌｎ　ｈｓｒｉｔ×ｌｎｌｉｔ＋γＣｉｔ＋εｉｔ （７）
其中，被解释变量ＮＬｉｔ 为城市ｉ在ｔ年的灯光亮

度均值，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ｈｓｒ为高铁变量，
以各城市高铁经停车次频率表示，与设置是否开通高

铁的虚拟变量相比，高铁经停车次更能反映不同城市

之间的高铁发展水平；ｋ和ｌ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将
其定义为高铁开通引起流动的生产要素，资本以各城

市固定资产投资占 ＧＤＰ的比重表示，劳动以就业人
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表示；ｌｎ　ｈｓｒｉｔ ×ｌｎｋｉｔ 和

ｌｎ　ｈｓｒｉｔ×ｌｎｌｉｔ 为高铁与资本和劳动的交互项，反映高
铁发展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Ｃ为控制变
量，包括人力资本（ｌｎｈｕｍａｎ）、高速公路（ｌｎｈｉｇｈｗａｙ），
人力资本用大学生人数表示，高速公路以各城市高速

公路通车里程表示。

高铁列车频次原始数据来源于《全国铁路旅客列
车时刻表》，经济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各省、城市的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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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中第（１）（２）列为模型（７）的估计结果。第
（１）列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ＦＥ）回归结果。高铁车次
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铁车次增加促进了城市

经济增长。劳动、资本与高铁的交互项系数均为正，分
别通过了１０％和１％统计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高
铁开通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进而加快了城

市经济增长。基准回归结果基本符合本文的理论预
期，但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不应被忽视。一方
面变量可能存在测量误差或遗漏了不可观测的变量；

另一方面高铁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

关系，因为开通高铁的城市并非完全随机或外生，经济

发展比较好的城市更容易获得更多高铁车次的停靠。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ＩＶ）来解决模型可能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方法的关键是寻找到合适
的工具变量。本文结合中国实际，选择地理工具变
量，以各个城市地表的平均坡度表示。Ｄｕｆｌｏ等
（２００７）认为一个地区河流河面的平均坡度越大，就越
不容易建造大坝，进而会影响到当地农业生产率。因
此，如果一个城市地势平坦，平均坡度低，刨除经济社

会因素外，也更容易在此修建高铁，因此高铁发展会

更快；相反，将会增加修建高铁的难度，从而会增加更

多的成本，这样高铁发展就会滞后。但地理坡度是不
随时间变化的，本文将城市坡度乘以高铁通车前一年

钢轨价格，使得该工具变量不仅随时间变化，也增强

其与高铁的相关性。Ｊｉｔｅｎｄｒａ等（２０１４）指出高铁修建
成本中，土建工程和轨道成本所占比重最高。因此钢
轨价格可以反映高铁修建中的轨道成本，与高铁建设

高度相关。同时由于铁路钢轨属于专用物资，在一般
经济活动中使用较少，对一个城市钢铁、建筑等行业
价格乃至整个经济影响较小，这也说明本文构建的工

具变量具有排他性。表１第（２）列报告了工具变量法
的回归结果。高铁变量依然显著为正。高铁与劳动
的交互项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与显著性

水平比基准回归均大幅提高。高铁与资本的交互项
系数同样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克服了内
生性问题后，高铁开通更为显著地促进了资本和劳动

的产出弹性的增加，并通过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促进了

城市经济增长。

２．高铁网络效应与要素产出弹性
新建一条交通线路每增加一个网络节点，网络中

运输量可以实现成倍的非线性增长，显著增强整个交

通网络的功能。因此，新建线路不仅会直接影响到这
条线路沿途城市的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网络溢出效

应间接影响其他城市经济增长（Ｌａｋｓｍａｎａｎ等，２００１；

李煜伟等，２０１３）。当然，这种间接影响正负两面均有

可能。因此，本文在式（７）中添加因变量和处理效应
的空间依赖项作为自变量，用来反映高铁的网络效

应，以及识别高铁网络是否为城市间经济增长空间相

关的一个形成渠道。具体地，本文借鉴张学良（２０１２）
和张俊（２０１８）等的做法，将空间溢出效应要素纳入到
模型（１）中，建立如下空间计量检验模型：

ｌｎ　ＮＬｉｔ ＝β０＋β１ｌｎｈｓｒｉｔ＋β２ｌｎｋｉｔ＋β３ｌｉｔ＋β４ｌｎｈｓｒｉｔ×
ｌｎｋｉｔ＋β５ｌｎ　ｈｓｒｉｔ ×ｌｎ　ｌｉｔ ＋γＣｉｔ ＋λＷ ×ＮＬｉｔ ＋ρＷ ×
ＡＴＥｉｔ＋εｉｔ （８）

　　其中，λＷ×ＮＬｉｔ为灯光亮度的空间依赖项，λ为
城市间空间相关系数；ρＷ ×ＡＴＥｉｔ 反映高铁开通的
外溢效应，ＡＴＥｉｔ 为前文测度的高铁经济增长效应；

Ｗ 为反映城市间空间相关性矩阵，根据城市之间是否
相邻计算而得。

表１中第（３）列给出了模型（８）的回归结果，具体
采用了空间自回归（ＳＡＲ）面板数据模型ＩＶ估计方法。

高铁变量的系数为０．６０３，并通过１％统计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高
铁外溢效应系数ρ揭示了本地高铁开通对高铁网络中
其他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空间相关系
数λ同样显著为正，说明城市之间经济增长存在空间
相关性。此外，高铁与劳动、资本的交互项系数也显著
为正，表明高铁发展提高了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高铁

的空间溢出效应对增加资本产出弹性的作用更为明显。

３．高铁发展与区位条件
良好的交通运输设施是城市经济增长的必要条

件之一，与其他要素组合决定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由
于区位条件、经济实力和城市规模不同，各个城市从
高铁发展中受益也不尽相同。城市之间的发展条件
差异较大，城市等级最能反映城市所能配置经济要素

的能力和水平。为了进一步考察具体发展条件的作
用，本 文 在 模 型 （８）中 添 加 人 均 ＧＤＰ 的 对 数
（ｌｎｐｇｄｐ）、人口规模的对数（ｌｎｐｏｐ）和到最近区域中
心城市的高铁行车距离对数（ｌｎｄｉｓｔ），以及这三个变
量与高铁频次对数的交互项。地级市行车距离是指
地级市开通高铁的火车站到最近中心城市开通高铁

的火车站之间的高速列车行驶距离，区域中心城市的

行车距离则为本市到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国家中心
城市的行车距离。

表１第（４）－（６）列给出了基于不同区位条件的
估计结果。高铁变量的系数均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城市经济实力、人口规模以及地
理区位的条件下，高铁开通仍然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

长。具体而言，高铁与人均 ＧＤＰ、人口规模的交互项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经济实力强、人口规模大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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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铁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频次效应 网络效应 区位条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ＦＥ　 ＩＶ．ＦＥ　 ＩＶ．ＳＡＲ　 ＩＶ．ＳＡＲ　 ＩＶ．ＳＡＲ　 ＩＶ．ＳＡＲ

ｌｎｈｓｒ
０．０５４２＊＊＊

（０．０４１）
１．０６２＊＊

（０．４５０）
０．６０３＊＊＊

（０．０５２）
１．８８１＊＊＊

（０．１８３）
１．８８３＊＊＊

（０．１７６）
０．２４０＊＊＊

（０．０８７）

ｌｎｈｓｒ×ｌｎｌ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３４＊＊＊

（０．００９）

ｌｎｈｓｒ×ｌｎｋ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６）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０．０８９＊＊＊

（０．０２７）

ｌｎｈｓｒ×ｌｎｐｇｄｐ
０．１４６＊＊＊

（０．０１８）

ｌｎｐｏｐ
０．４７８＊＊＊

（０．１６６）

ｌｎｈｓｒ×ｌｎｐｏｐ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７）

ｌｎｄｉｓ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ｌｎｈｓｒ×ｌｎｄｉｓ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ρ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λ
０．１２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３）
０．１４８＊＊＊

（０．０１０）

ｌｎｌ
０．１１６＊＊＊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５＊＊＊

（０．０３１）

ｌｎｋ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３）
０．０９７＊＊

（０．０４７）
０．１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４）

ｌｎｈｕｍａｎ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２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ｌｎｈｉｇｈｗａ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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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更容易从高铁开通中获益，因为经济和人口规模是

铁路部门是否增加高铁停靠车次的重要的考量因素。

高铁与距离交互项的系数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负，说明距离中心城市或大城市越远，通过高铁获得的

经济增长效应就越低。因此，那些区位条件好、离中心
城市或大城市较近的中小城市，更容易发挥“近水楼台
先得月”的优势，从而借助高铁开通促进经济增长。总
之，经济实力越强、人口规模越大以及与中心城市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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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开通高铁所获得的经济增长效应会越高。

五、 结　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中国１８５个城市夜间灯光
数据和高铁车次频率数据，采用面板数据处理效应模

型评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研
究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城”而异、

因“线”而异、因“城市群”而异。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
的处理效应要明显高于非中心城市。贯穿发达地区的
高铁线路，其处理效应要明显强于连接欠发达地区的

高铁线路，京沪、京广、杭深三条高铁的平均处理效应
表现最好。高铁对不同城市群内城市的影响也不相
同。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平均处理效应领先于其他
城市群，但位于中西部城市群的平均处理效应相对较

小。高铁开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可以从高
铁频次效应、网络效应以及区位条件等视角进行解释。

高铁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主要是频次效应

和网络溢出效应；高铁发展促进了城市规模小、经济发展
水平低和地理位置偏远的中小城市的劳动和资本向中

心城市聚集，增加了大城市的劳动和资本产出弹性。

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首先，高铁发
展有利于全国经济增长，但各地区并不是没有输家。

因此，一些中小城市不应盲目追崇，应客观分析高铁开

通的利弊。其次，重视统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
综合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强城市群

内产业发展规划合作、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避免因高
铁促进人口和资本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聚而造成中心

城市过度集中的现象。最后，加强高铁运营的科学管
理，统筹安排各种车速的客运列车比例和高速列车的

停靠站点与频次。铁路运输管理和运营机构应为中
小城市保留适当的普通快速列车和减少高速列车的

停靠频次，通过科学调度使高铁运营既能满足旅客出

行需求，又能减少对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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